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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晓芒教授利用康德道德哲学中的 “根本恶” 思想审视儒家 “圣传心法”， 认为儒家所讲

的 “反身而诚” 只停留在自然情感经验层面， 无法导向彻底反省， 因此是一种 “结构性伪善”。
这种以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模式看待儒家心性论的做法存在一定偏颇， 自欺结构并不能取代自欺

现象成为批评儒家 “结构性伪善” 的直接论据。 马克斯·舍勒有关自身意识与自身欺罔的现象

学分析表明， 自欺本质上是一种假象或遮蔽， 这与儒学尤其是阳明学说视自欺为私意的阻隔有不

谋而合之处。 通过阳明学说对良知与意的区分可知， 意只是心体应物起念时呈现出的具体感受状

态或意念内容， 而意之所以可能， 是因为更为原发的良知无时无刻不表现为具体的价值感受活动

并能使此态势充分涌现出来。 因为两者皆出于内， 所以极易出现对两个意识层级的颠倒。 “反身

而诚” 不是传统反思模式下对意念内容的不断回返， 而是在 “慎独” “诚意” 等工夫基础上对感

受行为予以还原， 破除私意之障蔽， 使心体之创生性得以澄明。 循此理路， 儒家 “惟精惟一”
的工夫指向不仅是对 “人心惟危” 这一根本难题的直接回应， 同时也展示出一条通过不断 “归

根反证” 达成中道的人格生成之路。
关键词： 伪善　 自欺　 知行合一　 诚意　 情感现象学

一、 引　 言

邓晓芒教授对儒家 “结构性伪善” 的批评， 主要是在西学视域下对儒家 “圣传心法” 的重新检

视。 宋儒将心传之法总结为十六字：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执厥中。” 这也被认为是

儒家杜绝 “乡愿” 的重要方法。 但伪善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 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 “自以为善”，
也就是极易 “把 ‘道心’ 当作自己 ‘人心’ 的面具”①， 如此再怎么讲求 “精一” 也不可能走出自

欺。 在邓教授看来， 儒家 “道心” 与 “人心” 的分立， 给人心预设了一条固有底线， 使人从起点就

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感， 从而拒斥根本反省， 是一种 “结构性伪善”。 这一批评主要是以西方传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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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的自身意识困境来审视儒家。 它预设自欺是由于主—客思维方式下自我认识的不彻底， 并认为

儒家的 “反身而诚” 也以自我反思为前提， 遵循着 “先知后行” 的思路。 这一预设在笔者看来并不

符合儒家的思想理路。
我们知道， 西学内部关于自身意识本就存在许多争论①， 相应地， 对于自欺根源的追溯也应突破

传统反思理论的限制， 而立足于对原本心灵现象的还原与呈现。 本文通过引入德国现象学家马克

斯·舍勒对于自身欺罔的分析， 表明自我认识的不彻底是由于假象使得自我只是看似被给予， 而事实

上并没有被给予； 因而走出自身意识的困境就在于将目光聚焦于意识本身如何呈现， 在原初的自身感

受中直观地把握自我。 在情感现象学的视野下， 王阳明在 “知行合一” 的前提下强调 “毋自欺” 就

获得了某种补充性的论证说明。 儒家的 “诚意” 工夫也就不仅仅是一种 “目光回返”， 而是通过在具

体生命情境中行为的调整获得本真体验。

二、 “结构性伪善” 批评的来源

“结构性伪善” 的概念源于康德伦理学中的 “根本恶” 一说。 康德对于人性善恶的讨论并不是现

象层面的经验总结， 而是基于自由意志这一预设。 积极的自由意志通过理性法则贯彻自身， 呈现为道

德中的 “自律”； 而消极的自由意志即自由的任意 （Ｗｉｌｌｋüｒ）， 则是承认了自由意志也可以选择不以

理性为根据， 有选择 “不自由” 的可能。 因此， “恶” 是人在自由的前提下做出的 “不自由” 的选

择， 是其所立准则背离道德法则的主观根据。 它既符合自由逻辑上的一致性， 又是可以归咎于人的。
从这一点来说， 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 不可能被完全去除。 而之所以称伪善是一种 “根本恶”， 是

因为康德意识到， 在现实经验中， 人并不可能完全摆脱感性的影响， 反而极易被感性动机所利用， 使

真正的道德动机成为为之服务的工具或借口。 如此一来， 人的行为不一定是出自道德律， 但却能因行

为没有造成不好的后果， 而认为自己是道德的。 这样一种人心的奸诈 （ｄｏｌｕｓ ｍａｌｕｓ）② 败坏了人的道

德判断力， 妨碍了善的萌芽与发展。 它是人类整体的永远无法被去除的污点， 只有对其不断的忏悔与

克服， 才能算是真正道德的实现。
相比于康德的 “根本恶”， 邓晓芒教授认为， 儒家就从来没有认识到自欺的根本性， 对待 “乡

愿” 过于天真的态度使儒家伦理陷入一种 “结构性伪善” 之中。 他指出， 首先， 儒家从来没有从人

性这一根本起点来把握自欺， 就连荀子之 “性恶论”， 也只是对动物性的本能冲动的批评， 而并不涉

及真正的 “人性”。 正是这样一种 “忽视” 导致儒家根本无法做到彻底的反省， 反而陶醉于 “性善”
的洋洋自得之中， 因而是最大的 “乡愿”。③ 其次， “反身而诚” 也好， “诛心之论” 也罢， 类似的解

决方式都还是在感性经验层面打转， 最终还是要追溯至 “亲亲” 之类的自然情感。④ 最后， 也是最致

命的， 自欺结构已经揭示了自识之困难， 而儒家不但没有对类似困难加以反省， 反而直接诉诸 “诚
意” 的工夫， 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结构性的自欺的困境。 由此可见， 关于 “结构性伪善” 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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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意识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有歧义的。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 （自身意识） 常与 Ｉｃｈ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 （自我意识） 绞

缠在一起， 因为在反思理论中， 作为自我的主体要作为客体来加以认识， 才能称得上是自身意识， 这就意味着当自我进行

“目光回返” 的时候， 总是已经预先对自我有了某种把握。 要讨论的问题总是已经被预设好， 如此就陷入了一种循环困境。 邓

晓芒教授就认为， “Ｓｅｌｂｓｔ” 虽没有 “我” 的字面意思， 但有 “我” 的含义在其中。 参见邓晓芒： 《论自我的自欺本质》， 《世
界哲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然而， 自身意识还可以是对意识活动之进行的意识， 其并不局限在反思模式之下， 而是通过自身关

系、 自身感受等把握到活动的自我。 参见张任之： 《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 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 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７４—２７５ 页。
康德：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注释本）， 李秋零译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３ 页。
邓晓芒： 《论康德哲学对儒家伦理的救赎》，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邓晓芒： 《儒家伦理的儒家式自辩———答邱文元先生》， 《江海学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批评并不针对性善论的具体内容①， 而是针对 “停滞在经验层面的儒家” 始终没有通过理性思辨对自

我进行反思， 从而得出儒家无法逃离伪善的结论。
邓教授认为， 儒家只有如康德一般通过自由意志将恶提升至人性层面， 才会对人自身的有限性保

持敬畏。 只有我们时时刻刻警惕我是我自己， 同时又不是真正的自己， 只是他物或对象， 真诚地忏悔

自我的 “虚伪” 本质， 才能在动态中构建起独立人格。② 然而， 落实到具体的道德实践中， 遵循这样

一种 “先知后行” 的思路， 着意强调自我意识的矛盾性， 很容易导向虚无主义。 不仅如此， 不断返

回到反思的主体性中为行动寻找依据， 必然会导致主体的优柔寡断与行动的无限延宕。 对此， 邓教授

又补充道： “人自以为能够避免自欺， 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欺。”③所以真正具有忏悔精神的人是在承认

自欺的基础上奋勇直前， 同时又能反思自身从而不断接近真理。 但是， 这是否又反过来为 “有意的”
自欺制造了机会呢？ 也就是说， 即便我知道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自欺， 但因为我永远只能寄希望于以后

的反思来帮助克服自己的妄念， 当下也仅需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 既然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自欺， 那这

是否就为某些放肆行径提供了借口呢？
从认识论的维度讲， 通过内在反思把握到的自我与我们通常所把握到的其他外在对象并无任何的

不同， 都是一种认识对象。 但是， 把一个普通的客体对象当成自我， 这就导致自欺。 邓晓芒教授之所

以倾向于以康德检视儒家， 是因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已经通过对心理学人格的批判动摇了错误的自我认

知的根基。 顺着康德的思路， 自我或曰人格是作为理性活动通道的逻辑主体， 呈现在道德中便是自律

的人格， 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 这就表明， 自我意识的矛盾实际上只能说明向内感知并不

等同于自我感知， 而人格是否只能作为理性人格， 或者说自我到底如何被给予， 都还有待讨论。 马克

斯·舍勒就认为， 康德将人格规定为理性人格的做法反而导向了一种 “去人格化”④。 虽然邓教授以

自欺这一普遍性问题与儒家对话有其价值， 但由此并不能直接导出必须以自由意志为标准来判断儒家

心性观念的合理性。
自欺问题的困难在于， 它并不是人的 “主观故意” 行为。 “乡愿” 往往不是故意矫饰自己的意念

以便让其看起来是善的， 而是他总将自身的行为 “认之为善”， 只有这样， 他才能做到真正的心安理

得。 我们也并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只是空洞的 “我”， 然后才通过种种经历来麻痹自己。 相反， 恰恰

是我们已经被日常的 “庸庸碌碌” 所遮蔽， 所以才不去考虑日常经验层面所把握到的是不是真正的

自我。 因此， 自欺并不只是对自我的理解出了差错。 当我们已经陷入自我认识的假象中时， 再多的自

我忏悔也不过是假象间的更替。 因此， 只有真正了解自欺的根源为何及其是如何发生的， 才能够即时

调整看待自我的 “目光”。 如果着眼于舍勒的情感现象学视角， 我们就会发现儒家心性论依然有其独

有的思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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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元教授就曾以康德的道德禀赋说与性善论的相通之处为儒家辩护， 他认为 “结构性伪善” 的批评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独

断， 而没有真正理解儒家的思维方式。 参见邱文元： 《儒家是 “结构性伪善” 吗———关于康德与儒家人性论与邓晓芒先生商

榷》， 《江海学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邱文元： 《康德的自欺与儒学解脱之道———答邓晓芒先生》， 《江海学刊》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对此， 邓教授明确回应道， 他并不否认两种伦理学的可通约性， 但问题在于儒家的人性论始终是在自然本性上打转， 将心与

性追溯至 “天赋” 了事， 而始终未能上升到自由意志的本体上来， 这就为儒家的道德自大埋下了隐患。 参阅邓晓芒： 《儒家

伦理的儒家式自辩———答邱文元先生》， 《江海学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此后， 武汉大学张智博士通过引入孔孟 “义利之辨” 的

相关讨论， 进一步强调儒家也有对自由意志的承认， 认为儒家与康德之 “根本恶” 拥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及立场。 参见张智：
《康德 “根本恶” 与孔孟思想的比较———兼与邓晓芒教授商榷》， 《伦理学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实际上， 邓教授批评的重点

在于儒家没有对心、 性本质进行反思的传统， 也就是儒家从未认识到 “反身” 背后还隐藏了一层自欺结构。 因此， 如果不对

“诚意” 的合理性做进一步论述与说明， 那么在康德的视域下， “义利之辨” 仍旧会被解释为经验层面的主观选择， 而没有上

升到自由意志的层面。
③ 邓晓芒： 《论自我的自欺本质》， 《世界哲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马克斯·舍勒：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一种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 倪梁康译， 商务印书

馆，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４２ 页。



从情感现象学视角重审儒家伦理的 “结构性伪善” 问题 儒学研究

三、 自欺根源的现象学审视

邓晓芒教授用 “结构” 描述自欺的本质， 便是默认了自欺根源的不可追溯。 究其根本， 在于在

康德那里， 先验统觉的自我是每一个对象性的经验统一的原条件。 对象是为自我所认同的某物， 没有

“我” 就没有对象———因为在任何意识中都有一个 “我” 的挺立。 虽然这个 “我” 不可被认识， 但

一定会出现对 “我” 的不断追溯与重构。 因此， 才会有对自欺结构的承认与反思。
但是， 在舍勒看来， 这样一种条件并不存在。 舍勒承认 “本质同一的对象必定也有本质同一的

行为与之相符合”①， 但行为只能在进行中被体验到并且在 “伴随性的反思” 中被给予， 所以并不存

在一个 “我思” 在先被给予， 而只能说对当下行为的进行有一种 “前概念的、 直接的、 非对象化的、
伴随性的体验到”②。 故而舍勒在同意康德对心理学经验自我的批判的同时， 也认为自我只是一个与

内感知的行为本质相对应的对象， 并不是世界通过一个自我而存在。 这也说明， “自欺” 发生在前概

念的、 非对象化的阶段， 自我看似被给予， 但实际上并不存在。
那么， 自我到底如何被给予或如何理解内在感知行为的实存呢？ 舍勒把此问题与各种关于内在感

知的 “误解” 结合在一起进行澄清。 我们仍以他对康德的批判为例。 首先， 舍勒与康德关于 “感知”
的理解已经相去甚远。 在康德那里， 质料之物等同于感性内涵， 即感觉内容是通过理性以某种方式附

加到感性中的结果。 这就使我们相信： 所有的感觉一定是 “我” 的感觉。 然而， 在舍勒看来， 正常

的感知并不是从 “感觉” 中构造出直观的内容， 比如当我们去把握一个立方体的时候， 我们不是由

各个角度把握到各个面， 再将其组合在一起； 恰恰相反， 这个面的 “被给予” 是在我们对立方体观

看角度的不断变更中才能被捕捉到的。 所以， 现象学意义上的 “感觉内容” 只意味着 “它们的出现

和消失设定了我们被体验到的身体状况的某种变更”③。 要达到这种感觉内容， 恰恰是要把康德意义

上直观到的那些内容的规定性全都排除出去。 所以， 舍勒这里的感知仅仅只是感知行为， 它通过感觉

表现出来， 但这一行为本身具有自己的直观意蕴。 在外在感知的每一行动中都可以看到物理东西的本

质。 相应地， 在内感知的每一行动中， 也能看到心理东西的本质。 比如， 通过外感知， 我们可以把身

体上某种变化感觉为 “疼痛”； 相应地， 通过内感知， 其呈现为 “我” 对某种疼痛感的承受、 忍受甚

至享受。 由此可知， 内在感知的假象， 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其他行为尤其是外感知行为的直观意蕴归入

内感知的内涵之中了， 所以才会有一个看似对象化的 “自我” 出现。
舍勒将自身欺罔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同感欺罔和 “在共同体的心灵中的消融性”。④第一种包含

两种表现： 将自己的体验当成他人的体验； 将自身的感觉投射到客观物理对象上去。 在舍勒看来， 这

都是非正常的假象方向。 而第二种也包含两种表现： 一是将他人的体验当作自己的体验； 二是将物质

此在的事实关系转化到心灵世界。 后面这两种表现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占优势的假象方向。 在我

们通过听、 看等方式了解到他人的体验时， 我们好像也会拥有他们的体验， 或者说类似的传达行为会

引起我们的知觉变更， 但这只与外在感知行为有关系， 即这一变更应该归入外在感知的直观意蕴。 不

过， 当我们把它放在内在感知的意蕴中时， 欺罔也就发生了。 舍勒曾说， 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他人的体

验， 恰恰在于抑制住他人讲述他自己的体验时呈现在我眼前的亲身体验， 以便只听他的体验⑤； 与之

相似， 如果想要真正地了解自我， 也不是只问自己感觉到的是什么， 而是我还可以感受到什么。
既然自欺发生在前概念的、 非对象化的阶段， 那么解决自欺首先是要破除此前关于内在感知的种

１７

①

②

⑤

③ 马克斯·舍勒： 《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一种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 倪梁康译， 商务印

书馆，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４７ 页， 第 １０５ 页。
④ 张任之： 《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 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４７ 页， 第 ４００ 页。
马克斯·舍勒： 《自我认识的偶像》， 刘小枫选编： 《舍勒选集》， 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９ 年， 第 １６１ 页。



种误解， 然后深入到这一阶段。 自身欺罔意味着人的感觉仅仅指向于附着在事物身上的价值， 而忽视

了他自己本来的感受活动， 也就是他自己对价值的感受反应。 破除假象， 寻找自我之正确的被给予方

式， 就意味着把目光收摄回来， 从外物转向自身， 去除各种各样伴随的感性感受状态的影响。 在此，
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舍勒对人格与自我的区分。 人格是一切不同的行为本质之统一的具体的主体， 他

通过直接的、 前概念的、 非对象化的、 伴随性的自身—体验被给予。 真正走出欺罔的动力来源于人

格， 只有意识到我们的人格本就趋向于更高的价值， 我们才会不再执着于自己当下的意念。
相比于康德的道德哲学， 舍勒的这一思路可能更为契合儒家的工夫论传统。 康德的 “根本恶”

结构是为了说明人的有限性， 其所谓 “善” 实际上是对人自身带有的局限性的克服， 因此更加接近

实践伦理学； 而舍勒对于 “自身欺罔” 的澄清是从自我以及人格被给予的层面出发， 人格自身便是

伦常价值即善或恶的载体。 所以在舍勒看来， 善不是被意欲的对象， 自欺或者伪善只能说明当下的一

种遮蔽状态， 真正的善恰恰是人格的自身救赎。 由此可见， 舍勒的人格伦理学与儒家性善论更加具有

亲和性。

四、 自欺———私意之遮蔽

与舍勒类似的是， 儒家也认为自欺是某种遮蔽状态。 朱子便将其归咎于私意的阻隔：
好善 “如好好色”， 恶恶 “如恶恶臭”， 他彻底只是这一个心， 所以谓之自慊。 若才有些子

间杂， 便是两个心， 便是自欺。 如自家欲为善， 后面又有个人在这里拗你莫去为善； 欲恶恶， 又

似有个人在这里拗你莫要恶恶， 此便是自欺。①

自欺有有意或无意之分。 前者是说， 我明知其不可为， 但因为受到私意的驱使， 同时这行为实现

出来也不会造成坏的结果， 所以我索性为之。 “知道善我所当为， 却又不十分去为善； 知道恶不可作，
却又是自家所爱， 舍他不得。”②无意的自欺就更为复杂， 我可能愿意为善， 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把另

外的意念当成了善。 此意实现出来， 反而不善。 “非为此人本不欲为善去恶， 但此意随发， 常有一念

在内阻隔住， 不放教表里如一。”③由此可见，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自欺之所以可能， 必定是有一个

“不是底心” 阻隔了那本来的善心， 使其不能发见于行动之中。 至于私意如何阻隔， 朱子并未做出进

一步回答， 只说 “见理不实， 不知不觉地陷于自欺”④。 按照朱子的看法， 自欺本质上还是因为没有

“真知”， “但当致知。 分别善恶了， 然后致其慎独之功， 而力割去物欲之杂， 而后意可得其诚也。”⑤

如果要诚意， 还是要通过格物致知的工夫先得到那个理， 然后在相应的情境之中， 调整规范自己的心意。
从学理上解释， 自欺确实是两个不同的 “心”， 但实际上无意的自欺发生时， 也只有一个 “知

觉” 的心在起作用。 朱子之所以反对 “以心求心”， 就是因为 “他认定作为主宰的 ‘心’ 永远无法

被把握， 而且心的重要功能在于 ‘知觉’ ‘认知’ 义理， 而 ‘以心求心’ 的说法有空守此心而理未

穷， 乃至错认人欲为天理之弊”⑥。 也就是说， 朱子发现别立个心对心意活动进行类似反思的意识活

动， 就很有可能将别物视为己物， “以假乱真”。 这与前文所说自身意识之内在矛盾具有相似性。 既

然如此， 那心识理就不会发生这种差错吗？ 不然为何会出现 “不是底心” 呢？ 朱子预设一主宰之心，
就是认为此心不会出现偏差； 但从心的知觉活动来说， 又会出现 “不是底心”， 可见朱子在 “知觉”
问题上陷入了某种自相矛盾。

受宇宙观制约， 朱子将私欲之闭塞归咎于气质之性的昏聩， 因而并没有在意识的层面对私欲如何

遮蔽天理做出有力的说明。 从知先行后的角度来看， 私意与天理并不存在何者优先的问题， 因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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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⑥

②③④⑤ 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 王星贤点校，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 第 ３３８ 页， 第 ３２７ 页， 第 ３２８ 页， 第 ３３６ 页， 第 ３２８ 页。
陈立胜： 《 “以心求心” “自身意识” 与 “反身的逆觉体证” ———对宋明理学通向 “真己” 之路的哲学反思》， 《哲学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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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先感觉， 然后才知。 然而， “是底心” 对 “不是底心” 的觉知， 其实已经说明存在着一种更为直

观的 “知”， 其相较于普通的知觉来说更为原发。 但这一道理直到王阳明的良知之说才被进一步阐释

清楚。
在王阳明那里， 就并不存在 “两般心”， 只是一个心体自作主宰， 称为真己：

所谓汝心， 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 这个便是性， 便是天理。 有这个性， 才能生这性之生理，
便谓之仁。 这性之生理， 发在目便会视， 发在耳便会听， 发在口便会言， 发在四肢便会动， 都只

是那天理发生， 以其主宰一身， 故谓之心。 这心之本体， 原只是个天理， 原无非礼， 这个便是汝

之真己。①

王阳明所说之 “心” 不仅仅局限在知觉功能上， 而是认为心体之明觉直接就表现在视听言动之

中， 呈现为具体的行为， 这就是天理之发生。 此处所说 “心” 之主宰， 并不是说心要在知理的基础

上来指挥视听言动， 将理实现出来； 而是说心之作用不须意念中介作为行为的动力因， 这种根本

“能” 成为论其主宰的直接根据。 所以反而是在天理发生的过程之中， “心” 才获得其最原本的含义。
显然， 在王阳明这里就不存在知与行何者优先的问题。 真知就表现为知行合一。 “故 《大学》 指

个真知行与人看， 说 ‘如好好色， 如恶恶臭’。 见好色属知， 好好色属行。 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
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②王阳明所说真知与朱子不同， 是行中已然有知， 知行是完全同步的。
“好好色”， 自然不是先见好色， 然后再立个心去 “好”， 而是当我见到好色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喜欢

了。 按照舍勒的说法， 就是我见到那花时自然有一种偏爱了。 事实上， 只有经过训练的生物学家出于

研究需要去观察一朵花时， 才能真正做到只观察其形态。
王阳明解释良知为 “见父自然知孝， 见兄自然知弟， 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③， 就是意在强调

价值感受的直观。 所谓 “知孝”， 显然不是说我见到父亲时， 想起来孝的理； 而是说， 见父自然而然

就有一种亲近。 那 “孝” 就在我冬温夏凊的 “行” 中得以彰显。 这些行为的发生并不需要任何的联

想， 也无须外在的动力， 而是心体在这样的情势之中导向这样的行为。 所以 “良知” 之原发在于：
它具体表现为在任何情境之下的价值感受活动和充分实现这一态势的根本的 “能”。 王阳明的良知观

念本就是承继孟子的 “良知” “良能” 而来， 其将四端如 “恻隐” 与良知结合， 便还是借良知之先验

性与直觉性来说明心体。 因此， 良知存在一个不可被对象化的维度， 其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行为体验发

生， 是心体构造意义的直接呈现。 所以王阳明又将其解释为一个 “真诚恻怛”， “良知只是一个， 随

他发见流行处， 当下具足， 更无去求， 不须假借”④。
由此， 我们就需要将良知与意区分开来。 王阳明曰： “其虚灵明觉之良知， 应感而动者谓之

意。”⑤又说： “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 凡应物起念处， 皆谓之意。 意则有是有非， 能知得意之是与非

者， 则谓之良知。”⑥良知之知是知非， 并不是主观地对自己内心意念的审视， 而是因良知存在， 各种

活泼的行为感受就与显意识的形成同步甚至走在其呈现之前， 故而在其已发的念虑之上还有一种更为

原本的知。 只不过这种 “知” 又不如其他直接呈现出来的感性欲望来得猛烈， 因而在对象化的自我

审视中， 其更容易被其他主观意念所障蔽。 所谓私意或私欲， 其实就是把某个场景下形成的某种具体

的意念或者自己的感受状态当成了 “良知”， 如此只在一物上起念， 反倒再也感受不到良知天然的发

用。 王阳明强调从躯壳起念即是动气， 是恶； 循理即是善， 就是意在提醒澄明良知与私意的不同。 如

周敦颐 “窗前草不除” 并非以草为善， 而只是通过观草来观此心如何与外物相感通， 这便是意诚，
便是循理。 但是一旦试图定义善恶， 将那花视为善的、 草视为恶的， 那下一个体验发生时， 这种意念

就很有可能遮蔽本来在那种情景中应该有的体验。 王阳明批评弟子以自身好恶为善恶， 就是因为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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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⑥

②③④⑤ 王守仁： 《传习录》， 《王阳明全集》， 吴光等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４１ 页， 第 ４ 页， 第 ７ 页， 第 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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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答魏师说》， 《王阳明全集》， 吴光等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４２ 页。



从根本上颠倒了良知与意的顺序， 而弄错了人的心理过程。 一旦试图将某物或某事标准化， 那往往就

要求先有一个认之为花草的认知之心， 再看其引起了我什么样的感觉， 此时就会过分执着于外物， 因

而也就是从躯壳上起念。 如果顺此意念而行， 人就会完全忽视可能出现的其他感受活动， 而良知这种

本来的 “能” 就完全被忽视了。 循理与动气的真正区别就在于， 一个关注的是体验的发生， 一个执

着于意识内容。 哪怕执着于一念， 那真实的体验过程也是被颠倒了， 就自然而然地陷入假象之中。
所以， 意虽然看起来都是由心所发， 呈现为某种意识， 但其到底是基于心体流通的自然呈现， 还

是为私欲所驱使， 仍需要分辨， 故才说 “有善有恶意之动”。 实际上， 并不存在一种客观的标准来区

分意之善恶， 而只能说善恶就体现在人的行为意念之中。 “至善之发见， 是而是焉， 非而非焉……是

乃民彝物则之极， 而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也。 少有拟议增损于其间， 则是私意小智， 而非至善之

谓矣。”① 之所以说至善之发见乃吾心天然自有， 是强调体验顺情势而满溢在行为与意念之中， 此处

并不预设一念应当如何， 而只问此心在此境中是否有所得， 然后再以其所得明了心体之灵明； 而一旦

将某一情境中之所得固定化， 以当时的情感状态或意念阻滞了体验之流通， 便是不善或 “恶”。

五、 慎独与诚意： 惟精惟一之工夫论

我们知道， 对儒家 “结构性伪善” 的批评， 主要是认为儒家倡导性善导致反省的不彻底。 但是

前文对良知的梳理已经说明， 性善或良知都不是一种价值判定， 而只是对心体与性体的描述与呈现。
所以儒家所讲的 “反身而诚”， 不是回返到某种标准化的意念中去， 而是倡导在生命体验中感受心体

的澄明。 因此， 心体既是普遍的、 持存着的意义生成的参与者， 同时也是当下的、 意义发生的呈现

者。 正是基于此， 儒家 “诚意” “正心” 的工夫才拥有了根基：
所谓诚其意者： 毋自欺也， 如恶恶臭， 如好好色， 此之谓自慊，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闲

居为不善， 无所不至， 见君子而后厌然， 掩其不善， 而著其善。 人之视己， 如见其肺肝然， 则何

益矣。 此谓诚于中， 形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独也。②

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 此处不论善念恶念， 更无虚假， 一是百是， 一错百错， 正是王霸、
义利、 诚伪、 善恶界头。 于此一立立定， 便是端本澄源， 便是立诚。③

朱子与王阳明均将 “慎独” 视为 “诚” 的一个重要时机。 有学者指出， 朱子所强调的 “独” 虽

不失独处之意， 但也更多指向心所发之一念④； 王阳明 “立诚” 一说， 更是强调于心体上用功。 而慎

独工夫的着力点便在于， “慎” 所意向的 “价值” 与 “自我” 在这里产生了交汇与生发。
前文提到， 价值感受活动有被充实的要求。 生理性的价值感受活动可能是明见的： 入鲍鱼之肆，

再怎么强忍也很难不厌其臭； 而随着感受层次的深入， 某种价值态势被充实的需要很容易就被前涌后

随的感受内容所掩盖。 即便如此， 这种价值感受得不到应有的实现， 仍然会存在某种空乏， 这种空乏

自然会导向某种感觉状态的变化， 即便它看起来只是若隐若现。 所以王阳明才会以心之安与不安来说

明什么是 “知”。 “故顺天地万物之理则心安， 不顺天地万物之理则心有不安， 安与不安之际， 其名

曰 ‘知’。”⑤ 人在应物而起念时， 可能以一时之私意来遮蔽原有的价值感受， 但良知本来的活动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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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７ 页。
王守仁： 《传习录》， 《王阳明全集》， 吴光等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３９—４０ 页。
李涛、 马斗成： 《谨人心之 “几”： 诚意视角下的朱子慎独工夫论》， 《孔子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杨正显等辑录： 《言行录汇辑上 （凡百三十七条）》， 载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 吴光、 钱明、 董平等编校， 浙江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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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阻隔的。 因此， 原发的明觉与符号化的意念之间总会有缝隙， 如此便有安与不安的涌动。
需指出的是， 这里 “安” 或者 “不安” 等意念的出现， 说明发生了一种真正的 “回返自身”。

它不只是一种目光的回返， 即我在显意识的层面察看我的心灵状态； 而是这一缝隙使我得以窥见， 在

原初的体验之中预期就有一价值意向， 我的不安情绪正是指向于更高价值的实现。 由此， 慎独就并不

停留在某一具体情境下行为的调整， 同时意向于更加澄明的 “良知”。
阳明后学胡直也曾对独知的这种 “明” 有过精到的分析： “夫心， 虚而灵者也， 即独知是也。 此

独知者不论动与静， 有念与无念， 有事与无事， 总之一虚而灵而已。 决无有冥顽不知之候。 即睡时，
人固谓冥也， 然触而觉， 呼而醒， 不可得而冥也。”①以心之 “虚灵” 说独知， 就不是将独知贬抑为某

种对象化的自我认知， 也不是将独知定义为某种 “虚空” 的知， 而是此灵觉指向一个无时无刻不在

活跃的主体。 在此基础上， 慎独， 一是说明价值感受本身对心体有一种指明； 二是说明此一价值包含

的应然向心体发出一种呼唤， 顺安与不安之情， 须用省察克治之功， 如此才能避免陷入麻木之中。 因

此王阳明才说 “省察克治之功， 则无时而可间， 如去盗贼， 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②。
然而， 另一问题是， 无意的自欺往往是不会出现 “不安” 的。 陆澄以孩儿病重不堪其忧问王阳

明， 王阳明只说： “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 则一向忧苦， 不知已是 ‘有所忧患， 不得其正’。 大

抵七情所感， 多只是过， 少不及者。 才过便非心之本体， 必须调停适中始得。”③此处不仅仅是七情发

而不中节的问题， 而是当我们取消了事与理即对象与价值的界限之后， 那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一种事事

物物皆有理的状况。 此时， 人就自然而然以其当时把握到的理为真， 就很容易 “认贼作子”， 而不再

继续深化其致知工夫了。 反过来说， 那自然就需要有一番工夫， 调停适中， 悟入本体。
由此来看， 此后王畿在 “诚意” 之外又强调 “正心” 工夫就不无道理。 他认为 “正心” 乃先天

之学， “诚意” 是后天之学， 致良知就是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正心， 先天之学也； 诚意， 后天之

学也。 良知者， 不学不虑， 存体应用， 周万物而不过其则， 所谓 ‘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
也。”④诚意是于具体的感受与意念上用功， 以安与不安这样的情感为契机， 让意念随本来良知而发，
这是循理。 而在这一过程之中， 还需要有一番观此心如何与外物相感通的工夫， 而不是执着于当下一

念。 即便是好的念头， 若于其上着意， “如眼中放些金玉屑， 眼亦开不得了”⑤。
王畿所提出的 “一念自反” 虽同样是在 “一念” 上用功， 但并不是对那一念的反思与回忆， 而

是 “默默理会一念”。 耿宁解释说： “这个 “默默理会” 不是脱出这一个意念， 而是回到它的根， 并

反过来意识到它 （归根反证）。”⑥ 王畿曰：
人心本自中和， 一念者寂感之机也。 致谨于一念之微， 则自无所偏倚、 无所乖戾， 中和由此

而出。⑦

不泥于习气， 而务有以胜之， 学之能也。 果上智之资耶， 则请事于颜子之学。 究其原， 握其

机， 慎于一念之初， 使习气自消， 而善自复。⑧

此一念是良知当下的呈现， 便如见孺子入井而怵惕恻隐的一念。 这念并不夹杂任何物欲， 而只是

此心自然而然地发用。 因而可知， 此心便是那虚灵明觉之本体。 一念是良知之发微， 是心在情境下对

意义的直观把握。 这种把握必须回到这种本来情境之中加以体知， 才能感受到循良知之意与单纯心灵

呈现的不同。 也正借助于此一念， 才会发现同一个现象可以带来不同的体验。 如耿宁所说， 此一念自

反是要回到那 “根” 上去， 那 “根” 便是体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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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⑥

胡直： 《答人问独知》， 《胡直集》 （上）， 张昭炜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４０５ 页。
③⑤ 王守仁： 《传习录》， 《王阳明全集》， 吴光等编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８ 页， 第 １９ 页， 第 １４０ 页。
⑦⑧ 王畿： 《王畿集》， 吴震编校整理，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４４５ 页， 第 ４７６ 页， 第 ４９５ 页。
耿宁： 《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理解的两个难题》， 倪梁康译， 《哲学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



六、 结　 语

最后， 我们要回到最初的问题： 儒家是否存在一种 “结构性伪善”？ 康德视域下的 “结构性伪

善” 其实是作为逻辑人格的 “先验统觉的自我” 与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格的统一性问题的侧面反映。
从作为逻辑主体的理性人格来讲， “我思” 这一表象伴随着其他所有的表象活动， 成为其他一切表象

意识的前提； 而从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格来讲， 此一主体又是对自己有所期待的行动主体， 而无法真正

脱离感官世界。 正因如此， 道德主体在时空中的体验仍然要附着在 “先验统觉的自我” 这一观念上，
对于自我的追溯就会陷入一种循环困境。 这同时也注定了对儒家心性论的审视仍然逃离不开先知后行

的思路， 所以性善论才会被理解为在经验层面上对心性伦理价值的预设。 但通过舍勒对于自我的

“自身被给予性” 的论证， 我们发现， 自我作为内在感知对象的被给予与其他任何对象的被给予都是

同步的， 自我并不作为把握其他对象的先决条件， 而真正为自我的自身被给予性奠基的是人格观念。
由此， 舍勒是在一定程度上用自我的自身被给予性即自我性， 充实了康德先验的逻辑主体的观念。 也

就是说， 人格并不应被理解为行为之所以可能的逻辑上的 “Ｘ”， 而是就贯穿于所有体验中的活生生

的存在统一。 至于此， 我们才能说清儒家尤其是阳明学说在 “知行合一” 的语境下论证心性本体的

合理性。
儒家的性善观念并没有将知与行完全分离开来， 并不是先反省到人性 “应是” 本善， 然后朝向

这种 “应然” 而努力； 而是着意强调道心之 “微”， 从而将重点放在 “惟精惟一” 的修养工夫之中。
落实到阳明学说中， 良知就是知行合一之本体， 是行中必然有知， 犹如 “见父知孝” 并不是说单纯

地知道一个孝的理， 而是说孝在 “见父” 的行为之中已经被意指。 儒家并不是事先预设一个主体，
将相应的道德感受归于自身， 从而形成某种自身的骄傲， 而是认为相应的行为体验能够呈现心体的澄

明， 转而强调通过把握类似的时机， 使之合于中道， 这才是真正的 “反身而诚”。 也正因如此， 我们

说良知天然地要求 “致”。 所谓 “致良知”， 指的就是通过类似 “慎独” “诚意” 的时机或工夫， 明

了 “真己” 与 “私意” 的不同， 从而通过不断地用功， 体会道心之 “微”。 如果说舍勒的人格观念

还沾染着神学的色彩， 强调追随于上帝的人格救赎的话， 王阳明这里的 “良知” 则是始终扎根于人

的生命体验， 通过不断地 “归根反证”， 达成中道。 如此说来， 儒家十六字心法并不是儒家的一种自

我认识， 而是儒家独特人格生成样式的展现。

（责任编辑： 袁捷）

６７


